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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无意识调节过程具有节省认知资源的特征, 本研究假设无意识接受策略相比有意

识接受策略能更加有效地调控负性事件的情绪影响. 实验以挫折任务诱发负面情绪同时记录被

试的主观情绪体验与情绪相关的生理变化(心率). 被试被随机分为控制组、有意识接受组和无意

识接受组. 结果显示, 无意识接受组和有意识接受组在情绪体验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挫折诱发

阶段有意识接受组比无意识接受组出现了更多正性情绪指标的下降. 此外, 相对于控制组, 挫

折情景下有意识接受和无意识接受都显著降低了被试情绪相关的心率活动水平; 但两者的调节

水平无显著差异. 并且, 心率活动水平可预测主观情绪体验强度: 控制组的心率变化值与负性

情绪变化值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正性情绪指标变化值存在负相关趋势. 因此, 在挫折情景下, 无

意识接受策略不仅能有效降低情绪相关的生理活动水平, 且相比有意识接受策略对主观情绪体

验具有更好的调节效果. 这提示, 无意识接受策略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情绪调节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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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会遇到各种负面事件. 

由此引发的负性情绪需要得到适当的调节才能不影

响当下的活动和长期的计划. 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

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工作效率都有重要意

义[1~4].  

有研究根据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提出了

广受关注的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与

表达抑制(expressive-suppression)两种策略[5~7]. 这两

种情绪调节策略都关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改变, 认

知重评策略尝试改变对情绪刺激认知, 表达抑制策

略则试图改变已经产生的情绪反应[5]. 与上述传统的

情绪调节策略不同, 接受策略主张对内在情绪体验

保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 不尝试对情绪事件的频

率、形式和影响做任何改变[8]. 在临床实践中, 众多

接受取向的心理疗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如接受

与实现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9~11]、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12,13]和基于接受的行为疗法(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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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behavioral therapy, ABBT)[14,15]等. 上述疗法的

核心在于接受情绪事件及其情绪影响, 如训练患者

以一种不加任何判断的觉醒态度去充分体验自身内

外部感觉, 并且强调将注意力投向生命中更有价值

的方面. 临床实践结果表明, 接受取向疗法在焦虑抑

郁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成效[8,16]. 在接受策略的实

验室研究中也发现了它的很多积极效果, 包括更低

水平的消极情感[17~19], 焦虑和抑郁状态的减弱[20~23], 

还可以让个体对慢性疼痛有更好的适应性[24]. 最近, 

Shallcross 等人[25]的研究还发现, 接受负面情绪可以

防止个体长期处于消极情感状态, 并且避免进一步

发展为抑郁症.  

然而, 上述策略均需要个体付出主观努力去调

动认知资源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 根据 Gross 的情绪

调节模型, 接受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为反应

聚焦的情绪调节策略 [26,27], 在情绪调节的过程中同

样需要付出一定的认知资源. 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

都聚焦在有意识情绪调节策略上, 但有研究指出, 情

绪调节的很多过程是在内隐水平上发生的(很大程度

是无意识的)[28~30]. 相对于情绪调节中的无意识过程, 

有意识的情绪调节一般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    

源 [31~33]. 例如, 有意识的压抑负性情绪会提高外周

生理活动, 扰乱正常的社会认知功能[34], 甚至损害生

理健康 [31~33]. 而研究发现, 无意识的情绪调节可以

避免这样的后果, 如通过启动无意识调节目标可以

降低愤怒诱发情景下的愤怒体验, 同时不会出现适

应不良的生理后果[35], 在对老年人群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会自动把注意力从负性线索转移到正性线索上,

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30,36,37]. 与其他无意识过程一样
[38~41], 无意识情绪调节的发生过程不需要主观意识

的参与, 并较少消耗认知资源.  

根据以上证据, 无意识情绪调节可能是更具有

适应性的调节方式. Koole 和 Rothermund[42]把无意识

情绪调节定义为旨在改善情绪反应的质量、强度和持

续时间, 不需要有意识监督或外显目的的加工过程. 

无意识情绪调节在实验研究中很多是通过无意识目

标追求的方式实现的. 因此, 研究者通常需要在情绪

诱发任务之前进行无意识的启动 . 例如, Mauss 等  

人[35]用情绪控制词语(如稳定、覆盖)进行无意识启动

情绪控制目标, 结果发现, 用情绪控制词语进行启动

的被试相对用情绪表达词语(如不稳定的、沸腾)在实

验室愤怒诱发任务里面有更少的愤怒体验 . 另外 , 

Gallo 等人[43]发现, 即使没有外显指导语要求降低负

性情绪, 通过执行意图练习启动情绪调节目标就可

以有效的降低厌恶易感个体对于恶心图片和恐惧易

感个体对于恐怖图片的负面情绪反应. 最近研究发

现, 启动执行意图(例如, 我看到一个恶狗接近我, 我

仍然可以保持平静)也是实现无意识情绪调节的重要

方式 [44,45], 甚至在缺少执行意图练习的情况下也可

以显著改变情绪相关行为[45].  

基于以上研究,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无意识接受

策略对情绪的调节效果, 通过测量关键的行为指标

(主观情绪报告)和生理指标(心率)来反映调节效果. 

心率已经被证实是对挫折很敏感的生理指标[46], 同

时可以很好的反映情绪唤醒的变化[47].  

尽管很多研究通过观看情绪图片或电影片段的

方式进行情绪的诱发 [43,48], 但通过这类方式诱发的

情绪和个体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真实情绪是有差异

的. 如观看悲伤图片与个人亲历悲伤情景所体会到

的情绪是明显不同的. 现实环境中人们感受到的负

性情绪很多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失败, 如没

有通过考试、失去工作或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 

在高生态效度的挫折情景下研究负性情绪的调节对

现实生活更具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 本研究操纵

了令人产生挫折感的复杂算数任务来诱发个体的负

性情绪.  

Williams 等人[47]发现, 在没有外显的认知重评

策略指导语的情况下, 通过启动认知重评策略相关

词可以有效地降低被试的生理反应. 因此，本研究预

测启动接受策略相关词可以取得外显接受策略类似

的调节效果. 由于心率是反映挫折体验较灵敏的生

理指标, 个体在经历挫折体验时一般会伴随着心率

反应的增强 [46,49], 本研究进一步预测挫折诱发阶段

的心率和主观情绪体验很可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1  实验方法 

1.1  被试 

实验招募 59 位西南大学本科生(男生 31 人, 

x =21.7, SD=5.1), 随机分成 3 组: 控制组(20 人, 8 女

/12 男), 有意识接受组(20 人, 11 女/9 男)和无意识接

受组(19 人, 9 女/10 男). 每个被试在实验结束后会得

到 20 元报酬. 整个实验时长约 60 min. 被试报告均

无情感障碍历史和使用精神药物的情况. 被试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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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伯格状态焦虑量表[50]、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 

表[50]、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51]等量表上的得分显示

没有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被试均为右利手, 视力

或纠正视力正常.  

为了保证实验随机分组的有效性, 对 3组被试在

情绪状态、情绪相关人格特质和性别构成指标上进行

了统计分析, 检验是否在分组上存在差异. 结果显示, 

3 组在斯皮尔伯格状态焦虑量表 (F(2, 56)=0.71, 

P=0.50)、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F(2, 56)=1.01, 

P=0.35)、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F(2, 56)=1.37, P=0.26)

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52](F(2, 56)=2.19, P=0.12)的得

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图 1), 同样也不存在组间的性别

比例差异, 2(2, 57)=0.983. 实验中使用了情绪调节 

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32]和接 

受和行动量表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AQ)[53]来检验被试习惯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存

在差异. 分析结果显示, 被试在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

策略 (F(2, 56)=1.99, P=0.15)、认知重评策略 (F(2, 

56)=1.25, P=0.29)和接受策略(F(2, 56)=0.67, P=0.52)

上均无显著差异(图 1).  

1.2  挫折任务 

被试需要在电脑上完成由E-prime软件编写的挫

折任务. 主试在任务前告诉被试该任务是关于数学

能力的测试. 挫折任务包含 20个 trial. 电脑屏幕会在

每个 trial 里呈现一个复杂图形, 被试需要计算出复

杂图形里包含三角形的数目. 被试作答之后, 会得到

作答正确与否的反馈. 挫折任务的反馈顺序是伪随

机的, 正确反馈在第 2 个和第 7 个 trial 里呈现, 其他

的 trial 呈现错误反馈. 实验使用的 20 个图形从 38 张

经过评定的复杂图形里筛选得到. 40名本科生参加了

对图片材料的难度评定. 在数完复杂图形所包含的

三角形数目后, 需要对图形的复杂度进行评分. 评分

量表为从 1(一点也不难)到 8(特别难)的 8 点李克特量

表. 任务程序记录了被试在每个图形上所花费的时

间. 根据评估结果, 采用了四分位法筛选出 18 张处

于中等难度区间的图片 . 18 张图片的难度分值为

3.84~5.37. 被试在这 18 张图形上所用的平均时间为 

 

 

图 1  3 组被试在斯皮尔伯格状态焦虑量表(STAI-state)、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STAI-trait)、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
Ⅱ)、罗森伯格自尊量表(Self-esteem)、情绪调节量表的表达抑制策略(ERQ-SU)、情绪调节量表的认知重评策略(ERQ-RE)、

接受和行动量表(AAQ)上的平均得分 

误差线为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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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  
为保证被试在任务过程中有足够的自我卷入 , 

同时不会对反馈结果产生怀疑, 实验程序中给予错

误反馈的图形为 18 张中等难度图形, 给予正确反馈

的图形为 2 张低难度图形. 同时根据 40 名参评者在

18 张中等难度图片上的平均用时, 把图片的呈现时

间设定为 39 s.  

1.3  实验过程 

被试在实验室相互隔离的房间完成本研究. 实

验前主试告知他们需要在电脑上完成一些任务, 在

做任务的过程中会对他们的生理指标进行记录. 根

据生物反馈仪的使用说明, 记录心率指标的传感器

被带在被试的大拇指上. 整个实验过程分为基线阶

段、挫折诱发阶段和恢复阶段.  

(1) 基线阶段.  被试在基线阶段需要平静 3 min, 

3 min 内的心率活动作为基线指标被记录下来. 3 min

休息时间过后, 被试需要对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进

行评分. 基线阶段被用来控制实验前组别差异对情

绪调节效果带来的潜在影响.  

(2) 启动任务和挫折诱发阶段.  挫折任务之前, 

被试需完成句子整理任务, 用来实现无意识接受策

略的启动. 句子整理任务要求被试从 5 个打乱顺序的

词中选择 4个组成一个语言通顺的句子[54]. 无意识接

受组的被试要整理 5 个中性句子和 10 个包含接受相

关词语(如顺其自然、接受)的句子, 有意识接受组和

控制组要整理 15 个中性句子. 

然后, 被试要完成挫折任务, 也即实验的挫折诱

发阶段. 挫折任务的实验说明如下: “屏幕首先会呈

现一个“+”注视点提醒你开始这个测试. “+”注视点消

失之后, 一个图形将会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图形呈现

39 s(大学生被试在此测试中的平均用时为 39 s). 请

你在给定的时间内数出图形内包含的三角形数量 . 

当图形消失作答界面出现时, 请立刻输入答案. 接下

来, 你需要对正确回答问题的信心程度进行评分. 最

后你的作答正确与否将会反馈给你. 如果你明白了

实验说明, 请按“Enter”键开始这个实验.”  

无意识接受组和控制组的被试没有得到进一步

的指导语, 但有意识接受组会得到额外的接受策略

指导语[27]: “这个实验有一定的难度, 在实验过程中

你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请以开放、接纳的态度去

体验这些负面情绪, 而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们. 让你的

情绪自然地流露, 理解你有情绪是自然存在的现象, 

就跟天空会有云彩一样. 让你自己与情绪达成一种

和谐的状态.”  

当被试完成这个挫折任务之后, 作答的总正确

率会呈现在屏幕上(固定呈现为 10%). 然后被试需要

对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分. 评估完情绪状态后, 有

意识接受组需要对任务过程中遵循接受策略指导语

的程度进行评分.  

(3) 恢复阶段.  在恢复阶段, 被试再一次平静 3 

min. 3 min 过后, 被试对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分. 实

验过程的各阶段生物反馈仪都会记录被试的心率反应.  

最后 , 被试需要完成一份任务怀疑度问卷 [55]. 

问卷结果显示, 没有被试对实验中的启动任务表示

怀疑. 在填完问卷后, 告知被试实验的目的并给予相

应的报酬.  

1.4  行为和生理测量 

(1) 情绪体验.  本研究使用正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56]对

被试的情绪体验进行评分. PANAS 量表包括 PA 和

NA 两个分量表. PA 量表测量的是正性情绪指标, 由

10 个正性条目组成; NA 量表测量的是负性情绪指标, 

由 10 个负性条目组成. 所有条目使用 5 点李克特量

表进行评分, 从 1(一点也不)到 5(极其). 本研究为了

更加灵敏的测量个体的情绪变化, 对 PANAS 的所有

条目使用 7 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 从 1(一点也不)

到 7(极其). 实验中, PANAS 的每个条目都被编入

Eprime 程序, 被试按相应的数字键即可完成评分.  

(2) 生理测量.  在实验过程中, 使用了 Spirit-10

无线遥测 10 通道生物反馈仪, 生理通道的采样率设

置为 32 Hz. 同时使用配套的 Biotrace 软件进行同步

的数据记录. 与前人研究情绪调节过程中使用的生

理指标相一致 [35,47], 实验使用心率反应作为反映情

绪变化的生理指标. 对任务的生理数据进行完整记

录后, 使用 Biotrace 软件计算出实验各阶段的心率平

均值.  

2  结果 

2.1  操作有效性检验 

第一个操作检验用于检测挫折任务是否成功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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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负性情绪. 由于控制组被试其情绪诱发没有受

到情绪调节的影响, 因此对控制组使用配对样本 t 检

验考察挫折任务是否成功诱发了负面情绪. 正性情

绪指标相对于基线水平( x =42.90, SD=8.93)在挫折诱

发阶段 ( x =35.20, SD=8.77)显著下降 , t(19)=3.9, 

P<0.01; 负性情绪指标相对于基线水平 ( x =16.85, 

SD=8.77)在挫折诱发阶段( x =26.75, SD=8.83)显著上

升 , t(19)=5.2, P<0.01; 心 率 相 对 于 基 线 水 平

( x =82.00, SD=9.72) 在挫折诱发阶段 ( x =86.30, 

SD=9.45)显著上升, t(19)=5.4, P<0.01. 主观体验和

生理指标的结果证实了挫折任务确实成功诱发了负

性情绪.  

基线阶段和任务诱发阶段的主观情绪和生理变

化率指标也有力支持挫折任务成功诱发了负性情绪. 

对控制组被试的正负性情绪指标变化率、心率变化率

与 0 进行了 t 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 控制组的正性情

绪指标变化率与 0 差异显著(t(19)=4.03, P<0.01); 控

制组的负性情绪指标变化率与 0差异显著(t(19)=4.73, 

P<0.01); 控制组的心率变化率与 0 差异显著(t(19)= 

5.18, P<0.01).  
第二个操作检验用于检测有意识接受组的被试

是否成功遵循了接受策略的指导语. 有意识接受组

的被试需要在挫折任务完成后通过六点量表(1: 完全

没遵循; 6: 完全遵循)对任务过程中他们遵循指导语

的程度进行打分. 数据分析显示, 接受策略在任务过

程中被成功使用( x =4.38; SD=0.70). 这个分数显著

高于量表的中间值 3(t(20)=8.55, P<0.01).  

第三个操作检验用于检测所有组别在挫折任务

上所耗费的时间, 挫折诱发阶段结束到恢复阶段开

始的时间间隔是否匹配 . 数据结果显示 , 控制组

( x =975s, SD=19s)、有意识接受组( x =978, SD=21 s)、

无意识接受组( x =970 s, SD=22 s)在挫折任务上耗费

的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F(2, 56)=0.75, P=0.48, 

2=0.03); 控制组( x =33.70, SD=2.77)、有意识接受组

( x =34.65, SD=2.34) 、无意识接受组 ( x =33.79, 

SD=2.62)在挫折诱发阶段结束到恢复阶段开始的时

间间隔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F(2, 56)=0.82, P=0.45, 

2=0.03).  

2.2  随机化检验 

为了保证实验各组在基线阶段的各项情绪相关

指标上没有差异, 对各组基线的情绪状态指标进行

了单因素方差检验. 正性情绪指标在基线阶段没有

组别差异(PANAS-P; F(2, 56)=0.34, P=0.72, 2=0.01); 

负 性 情 绪 指 标 在 基 线 阶 段 也 没 有 组 别 差 异

(PANAS-N; F(2, 56)=0.38, P=0.68, 2=0.013); 和情绪

体验一样 , 心率在基线阶段也没有显著差异 (F(2, 

56)=2.33, P=0.11, 2=0.077). 

2.3  被试情绪体验上的调节效果 

为了检测不同的实验处理(调节策略)是否对挫

折诱发阶段个体的情绪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

对挫折诱发阶段的情绪体验水平进行了单因素方差

分析(图 2). 情绪体验水平以 PANAS量表的正性情绪

指标和负性情绪指标来表征. 首先, 对 PANAS 的负

性情绪指标进行方差分析. 为了控制基线的差异, 将

基线的负性情绪指标作为协变量. 结果显示, 3 组被

试在负性情绪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 F(2, 55)=0.86, 

P=0.43, 2=0.030. 同样, 把基线正性情绪指标作为

协变量, 对 PANAS 量表的正性情绪指标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显示, 3 组被试在挫折诱发阶段

正性情绪指标上差异显著 , F(2, 55)=4.2, P=0.02, 

2=0.134. 事后检验使用 Bonferroni 矫正, 结果显示, 

无意识接受组( x =38.42, SD=9.01)和有意识接受组

( x =32.80, SD=10.03)存在显著差异 (F(1, 36)=8.09, 

P=0.02, 2=0.18); 无意识接受组( x =38.42, SD=9.01)

和控制组的差异 ( x =35.20, SD=8.78)不显著 (F(1, 

36)=2.91, P=0.41, 2=0.08); 有意识接受组( x =32.80, 

SD=10.03)和控制组的差异( x =35.20, SD=8.78)不显

著(F(1, 37)=1.68, P=0.48, 2=0.04). 为了进一步检验

这些结果的准确性, 被试的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抑

郁程度、自尊、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接

受策略的得分都被纳入协变量, 结果 3 组被试在挫折

诱发阶段正性情绪指标上依然差异显著 , F(2, 

48)=5.43, P<0.01, 2=0.18.  

为了检验情绪恢复程序是否有效减弱了挫折情

景可能造成的负面情绪后果, 首先对 3 组的正负性情

绪指标在挫折诱发阶段和恢复阶段进行了配对 t 检验, 

3 组在恢复阶段其负性情绪水平都出现显著下降 , 

P<0.01. 此外, 有意识接受组在恢复阶段正性情绪指

标得到显著上升, t(19)=2.3, P=0.04. 这表明该恢复

程序可以帮助被试恢复其情绪水平. 为了进一步检

验被试情绪恢复的程度, 对恢复阶段和基线阶段的

被试情绪状态进行了配对 t 检验. 3 组的负性情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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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中 3 组被试在基线、挫折诱发阶段、恢复阶段的负性情绪指标(NA)和正性情绪指标(PA)上的平均得分 

*: P<0.05, 误差线为 SE 

标在恢复阶段和基线阶段没有显著差异, 3 组的正性

情绪指标在恢复阶段和基线阶段均有显著差异 , 

P<0.01. 结果表明, 该程序确实能有效恢复情绪, 但

未能完全恢复到基线水平, 进一步提示本研究的挫

折任务情景有效实现了情绪诱发.  

2.4  被试生理反应上的调节效果 

在生理反应的调节上, 同样使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以基线的心率作为协变量. 方差分析显示, 3 组

在挫折诱发阶段的心率存在显著差异, F(2, 55)=4.31, 

P=0.02, 2=0.135(图 3). 事后检验使用 Bonferroni 矫

正 , 结果显示 , 在挫折诱发阶段无意识接受组

( x =82.72, SD=9.63) 在心率上显著低于控制组

( x =86.30, SD=9.45; F(1, 36)=7.40, P=0.01, 2=0.17); 

有意识接受组( x =78.29, SD=7.69)在心率上显著低于

控制组( x =86.30, SD=9.45; F(1, 36)=4.37, P=0.03, 

2=0.11); 而无意识接受组( x =86.30, SD=9.45)和有

意识接受组( x =78.29, SD=7.69)二者差异不显著(F(1, 

36)=0.01, P=0.92, 2<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些结

果的准确性, 被试的特质焦虑、状态焦虑、抑郁程度、

自尊、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接受策略的

得分均被纳入协变量, 结果 3 组在挫折诱发阶段的心

率反应上依然差异显著 , F(2, 48)=3.89, P=0.03, 

2=0.14.  
类似的, 为了检验情绪恢复程序是否有效减弱

了挫折情景可能造成的负面情绪后果, 首先对 3 组在 

 

图 3  实验中 3 组被试在基线、挫折诱发阶段、恢复阶段的

心率 x  

误差线为 SE 

挫折诱发阶段和恢复阶段的心率反应进行了配对 t 检

验, 3 组在恢复阶段心率都显著下降, P<0.01; 表明恢

复程序在实验之后有效减弱了挫折任务导致的情绪

相关生理活动. 为了进一步检验恢复程序的恢复效

果, 对恢复阶段和基线阶段的心率反应进行了配对 t

检验, 3 组的心率反应在恢复阶段和基线阶段没有显

著差异.  

2.5  主观情绪和心率的相关 

为了检验挫折诱发阶段的心率反应是否为预测

主观情绪的有效指标, 对控制组从基线到挫折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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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情绪指标变化值及心率变化值进行相关分析. 

同时, 为了进一步探讨有意识接受组和无意识接受

组对情绪的调节效应, 对有意识接受组和无意识接

受组从基线到挫折诱发阶段的情绪指标变化值及心

率变化值也进行了相关分析. 相关结果显示, 控制组

的心率变化值和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相关系数为

(R=0.39, P=0.05), 控制组的心率变化值和正性情绪

指标变化值相关系数为(R=0.31, P=0.09); 有意识接

收组的心率变化值和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相关系数

为(R=0.00, P=0.50), 有意识接受组的心率变化值和

正性情绪指标变化值相关系数为(R=0.10, P=0.33); 

无意识接收组的心率变化值和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

相关系数为(R=0.38, P=0.06), 无意识接收组的心率

变化值和正性情绪指标变化值相关系数为(R=0.33, 

P=0.08).  
控制组的心率变化值与负性情绪变化值存在正

相关趋势, 而正性情绪指标变化值存在负相关趋势. 

说明心率活动水平可以有效预测主观情绪体验强度. 

3  讨论 

前人研究显示, 高自我卷入度是有效诱发情绪

的重要成分, 如自我卷入程度较高的情绪刺激会比

个人相关度较低的情绪刺激带给个体更加强烈的情

绪反应[57,58].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所体验到的负性情

绪大多是与自我紧密相关的负性事件, 如在考试中

失败或者输掉比赛等个人所亲历的沮丧事件. 这些

经验和理论上的证据说明, 通过一个生态有效的、高

自我卷入度的程序来诱发情绪是很有必要的. 尽管

很多研究通过观看情绪性图片或者电影片段来对情

绪进行诱发[17,18,59,60], 但是这类实验材料对被试没有

直接的自我相关. 迄今为止, 很少有研究使用了生态

化效度较高的情绪诱发实验范式, 如挫折情景下的

负性情绪诱发. 基于以上考虑, 本研究操纵了一个高

自我卷入度的挫折任务来诱发负性情绪, 进而考察

挫折情景下无意识接受策略的调节效果. 实验结果

显示, 在挫折诱发阶段有意识接受组比无意识接受

 

 

图 4  心率变化值和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A)和正性情绪指标变化值(B)的相关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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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出现了更多的正性情绪指标的下降; 有意识接受

组和无意识接受组相比控制组在挫折诱发阶段降低

了被试情绪相关的心率激活水平; 控制组和无意识

接受组的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和心率变化值存在正

相关趋势, 控制组和无意识接受组的正性情绪指标

变化值和心率变化值存在负相关趋势, 有意识接受

组在正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上和心率变化值不存在

相关趋势.  

很多研究显示, 有意识接受策略可有效降低负

性情绪或者相关生理反应的激活[18,61,62]. 本研究发现

有意识接受策略可以有效调节被试在挫折诱发阶段

的心率反应. 然而有意识接受策略在主观情绪体验

上并没有在挫折诱发期间起到显著的调节效果, 原

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ⅰ) 有研究证明, 有意识接受策

略更适用于调节临床抑郁人群的主观情绪状态 [63]. 

实验中的被试是心理健康的普通人群, 而且被试在

实验前是处于积极情绪背景下的(基线阶段被试的

PA 得分远高于 NA 得分, t(58)=21.07, P<0.01), 因此

有意识接受策略对主观情绪的调节效果可能没有在

本研究中得到直接体现; (ⅱ) 有意识接受策略对主

观体验不能进行有效调节也可能和有意识接受策略

的调节特点有关. 接受策略指导语要求被试完全接

纳负性情绪体验, 甚至要求被试仔细体会这种情绪

感受. 这种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聚焦可能会造成被试

不能有效降低自身的情绪感受. 有意识接受组的心

率变化值和正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不存在相关趋势

也佐证了这点. 有意识接受显著降低了生理反应, 但

没有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有意识接受策略造成生理

与主观体验分离的调节特点很可能是导致主观情绪

指标与心率指标缺乏相关性的原因; (ⅲ) 有研究显

示, 在观看令人苦恼的视频后[59]或是回忆灾难性的

体验后[64], 有意识接受策略并不能在短期内很好的

调节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 接受策略的临床研究中

也发现, 以接受理念为基础的正念疗法对主观情绪

的调节效果需要在较长的时间段才可能体现出    

来[65,66]. 在本研究挫折任务结束后的恢复阶段, 有意

识接受组在正性情绪指标上出现显著的恢复效果 . 

这说明本研究中有意识接受策略对主观情绪体验的

调节并不是一个即时的过程.  

当有意识情绪调节不能有效即时地调节情绪时, 

大量的研究显示, 在不消耗或者较少消耗认知努力

或者生理资源的情况下, 无意识的调节过程可以降

低负性情绪体验或者情绪相关生理反应[30,35,37]. 本研

究中使用的无意识接受策略在挫折任务中对心率反

应产生了适应性的调节. 与本课题组实验结果相一

致, Williams 等人[47]使用无意识的认知重评策略成功

的降低了被试焦虑相关的心率反应. 而在 Willams 等

人未考察的主观情绪指标上, 本研究发现无意识接

受组相比有意识接受组在挫折诱发阶段其正性情绪

指标下降的更少. 同时无意识接受组的心率变化值

和负性情绪指标变化值存在正相关趋势, 和正性情

绪指标变化值存在负相关趋势. 相关结果表明, 不同

于有意识接受策略, 无意识接受策略的调节效应没

有导致生理活动与主观体验的分离. 因此, 相对于有

意识接受策略, 无意识接受策略对情绪的调节效果

更具有适应性.  

不同于正性情绪指标, 有意识接受组和无意识

接受组在负性情绪指标上没有出现调节差异. 原因

可能有两点: (ⅰ) PANAS 的 PA(正性情绪指标)和

NA(负性情绪指标)分量表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67,68], 

PA 指标反映了个体感到热情、活跃和警觉的程度, 

NA 指标反映了个体体验到沮丧、不愉快和厌恶的程

度[56]. 研究发现, PA 指标和 NA 指标仅存在低到中等

程度的负相关[56], 这表明尽管 PA 得分下降会伴随

NA 得分上升, 但是二者的变化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ⅱ) PA 指标和 NA 指标反映的情绪状态在具体情绪

上存在差异. 例如, 有研究发现 PANAS量表的 PA指

标与 NA 指标对于临床情绪障碍的鉴别力度显著不

同. NA指标难以鉴别焦虑与抑郁症状, 与此相反, PA

指标却与焦虑无关, 但对抑郁程度却具有显著预测

作用[69,70]. 这提示 PANAS 量表的 PA 指标对于衡量

消极事件带来的负性情绪水平, 尤其是抑郁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Crawford 和 Henry[71]发现, PANAS 量表

在非临床样本上依然可以有效区别焦虑和抑郁, 且

PA 指标相对 NA 指标对抑郁有着更为显著的解释力. 

而很多研究发现使用错误反馈的挫折任务能够有效

诱发抑郁状态[72~75]. 因此, PA 指标对本研究挫折任

务所诱发的抑郁状态更灵敏的反应也可能导致 NA

指标和 PA 指标的结果差异. 

4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无意识接受策略在挫折情景下

对主观情绪和情绪相关生理活动的调节效果. 在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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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诱发阶段下有意识接受和无意识接受都显著降低

了被试情绪相关的心率激活水平, 同时有意识接受

组比无意识接受组出现了更多的正性情绪指标的下

降. 这些结果表明, 无意识接受策略不仅能有效降低

情绪相关的生理活动水平, 而且相比有意识接受策

略对主观情绪体验具有更好的调节效果. 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启动其他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行

为和生理的影响, 如注意分散、表达抑制等. 在临床

应用上, 接受策略为基础的治疗手段已经被广泛应

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下一步的研究需要探讨

无意识接受策略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 

为了对无意识情绪调节的心理机制有更为深入

的了解, 无意识情绪调节领域的研究应采用更加多

样化的研究手段. 已有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手段

对无意识情绪调节进行研究, 如 fMRI[76~79]和EEG[43]. 

现有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一些无意识情绪调  

节的心理机制, 如内隐目标、态度和知识结构的激  

活[35,47,80,81], 未来的研究还应根据不同目标策略对无

意识情绪调节进行细化分类, 利用多样的研究手段

深入探究不同类别无意识情绪调节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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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s of Unconscious Acceptance during a Frustrating 
Situation: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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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emotion regulation may occur unconsciously, without the cost of cognitive efforts; and 
that conscious acceptance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negative events. However, it has yet to 
be determined how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acceptance strategies differ in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s unconscious regulation occurs with little cost of cognitive resources, the 
current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unconscious acceptance regulates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 of negative events more 
effectively compared to conscious acceptanc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onscious acceptance, 
unconscious acceptance and control conditions. A frustrating arithmetic task was used to induce negative emo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s were assessed by 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while emotion-related 
physiological activa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heart-rate re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conscious acceptance 
produced less reductions of positive affect ratings compared to conscious acceptance during frustration. In addition, 
both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acceptance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motion-related heart-rate activity (to a 
similar ext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condition. Moreover, heart-rate reactivity showed a trend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affect rating and a trend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ositive affect rating during frustration 
compared to baseline phases. Thus, unconscious acceptance is not only able to decrease emotion-related 
physiological activity, but also able to produce better emotional experiences compared to conscious acceptance. This 
suggests that it is practically important to consider unconscious acceptance for emotion regulation in real-lif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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